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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家庭是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设的起点和基本单位，“十七年”是中国家庭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

本文探讨“十七年”主流媒体所建构的家庭和家庭妇女形象及其内涵，选取《人民日报》《中国妇女》《人民画报》

为样本。 研究发现，家庭与家庭妇女形象从 50 年代的充满悖论到 60 年代的被消解，这种变迁表明了家庭与家

庭妇女逐渐被主流价值体系所放逐，消解了家庭的社会细胞功能，这是“十七年”妇女解放运动的未完成性。 因

此，在当前家庭道德的重建中，将家庭与家庭妇女的劳动纳入到社会价值体系，是当前实现性别平等的重要路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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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对家庭和家庭妇女的媒介建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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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韩敏（1970—），女，四川资中人，文学博士，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传播学系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

1 问题的缘起

2014 年是中国的家庭年。 2014 年 5 月 14 日国际

家庭年 20 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发布了《中

国家庭发展报告 2014》， 报告阐明了家庭的重要社会

地位，梳理了 60 多年来中国家庭发展的脉络、现状，展

望了家庭的发展趋势。 上海社会科学院家庭研究中心

发起，中国社会学会家庭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专家评选

出了 “2014 年十大家庭事件”，“主流媒体挖掘民间家

风，形成家庭文化传承的舆论热点”是其中之一。 2015
年习近平在春节团拜会上讲述了“家”的重要性，提出要

重视注重家教、家风、家庭建设。 2015 年 6 月中央电视

台综合频道推出了《我有传家宝》节目。学界也开始关注

家庭研究， 甘阳提出当前中国的道德重建的基本单位

应该是家庭，“我认为最基本的问题在于，要应该明确确

定中国基本的道德单位是家庭。 以家庭为中心，是一个

比较能有效克制恶性个人主义发展的基础。”［1］（P18-19）面对

西方以个体为中心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念，重视家庭建

设、重视家风与家教的传统，这是中国具有普适意义的

价值观念。 因此家庭应当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设的

重要场域。

建国 60 多年来，这是政府第二次明确提出重视家

庭建设，第一次发生在 20 世纪 50 年代。 50 年代的新

政权建立、60 年代的政治运动、90 年代的市场经济改

革、21 世纪初的全球化与互联网技术的广泛运用，这

些政治变革、 社会变迁和媒介技术发展对家庭结构与

观念带来了深刻影响。近年来学界针对这些历史节点，

就国家权力与家庭结构的关系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研

究。代表性成果有：《中国北方村落的社会性别与权力》

（加·朱爱岚，1994 年），《中国妇女与农村发展：云南禄

村六十年的变迁》（加·宝森，2003 年）、《私人生活的变

革： 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 家庭与亲密关系》（阎云

翔，2006 年）。 这些学者采用民族志、社会调查法等，围

绕中国社会变迁与妇女解放、 家庭结构的关系等议题

研究，尤其是对土地制度、妇女生活方式与性别意识的

地区化差异进行了深入研究， 这些学者以翔实的调查

资料显示了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对于农村妇女生产

劳动、家庭地位和社会身份的影响。

梁景和主编的 《婚姻·家庭·性别研究》（2012 年）

是近年有关家庭文化研究的代表作， 该文集收录了对

□ 韩 敏

（西南大学 新闻传媒学院，重庆 40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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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新中国初期的家庭文化（《新中国家庭文化的演变》，

李静，第 1 辑）、家务劳动（《十七年“家务劳动”话语研

究———以〈中国妇女〉为中心（1949-1966 年）》，张弛，

第 2 辑）、妇女工人（《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女工研究》，

孟丽媛，第 2 辑）、家庭关系与家庭教育研究（《新中国

成立初期北京地区家庭关系与家庭教育研究 （1949-
1966）》，李兴锋，第 3 辑）等。 《新中国家庭文化的演变

（1949-1966）》（李静，第 1 辑）认为新中国家庭文化发

生了重大变化。作者指出，在劳动力市场供需发生偏差

的时候，国家总是首先鼓励妇女回到家庭，赞颂“社会

主义家庭妇女”，主流意识形态也只认可那种承担了家

庭与社会双重责任的妇女，“我国与其说是重新定义了

妇女的角色，不如说是扩大了妇女的角色。 ”［2］（P93）郭于

华以民族志的方法研究了陕北骥村农业合作化对于妇

女的身份认同， 她认为农业合作化时期的妇女从家庭

走向田间，“这一过程其实从一种被支配状态进入另一

种被支配状态， 是从家庭与宗教的附属品成为集体与

国家的工具的过程。 ”［3］（P90）郭于华的田野研究呼应了戴

锦华对“十七年”电影的女性形象研究。戴锦华认为“十

七年”的“花木兰”式的女性电影形象，在表达对党、国

的认同与志忠至诚的同时，“女性的主体身份消失在一

个非性别化的（确切地说，是男性的）假面背后。”［4］（P88-89）

两位学者从本质主义的角度揭示了新中国初期中国女

性面临的身体与精神的困境。 然而，在笔者看来，新中

国初期，从个体的、社会的人成为国家的、单位的、集体

的人，这是那个时代中国人共同的生存语境，而不是女

性所独自面对的问题。因此，两位学者其实是以普遍性

的问题遮蔽了女性性别的问题。

加拿大政治学学 者 Kimberley Ens Manning 在

《女人工作的性别政治：大跃进时期的激进主义的再思

考》一文中研究了大跃进时期，作者以河南和江苏为案

例， 研究了大跃进期间扩大的社会福利设施与强大的

性别平等话语之间的关系， 探讨了中央对于妇女的大

众动员的强大影响力，妇女不仅欣然接受了动员，并且

还以劳动模范为标准来规约自己，她们忽视了其健康和

安全，作者认为，大跃进的激进主义的行为颠覆了中共

长期以来的保护妇女生殖和生理健康的政策。 ［5］（P72-107）华

盛 顿 大 学 从 事 历 史 与 中 国 研 究 的 Patricia Buckley
Ebrey 教授认为中国家庭、亲属关系、性别体系至今没

有发生显著变化，作者认为在中国社会实践中，有一些

显著的连续性。［6］（P6）墨尔本大学的学者 Anne E.McLaren
在《中国妇女：生活与工作》的序言中指出，1990 年代到

21世纪，经济改革和全球化对中国妇女在家庭事务、管

理和职业和色情行业与家庭服务产生了影响， 尤其是

对婚姻改变、消费欲望和国内空间的再造。对当代妇女

工作变化的定义提供了新的见解， 认为当前中国妇女

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在当前的生产阶级中的 “劣势”地

位。 ［7］（P1-11）诺丁汉大学的学者 Sally Sargeson 考察了浙

江年轻妇女们的愿望以及关于新居的渴求对于乡村经

济和文化的影响力， 剖析了农村房地产对于家庭空间

建构的影响，以及在其中妇女地位与影响力的改变。作

者认为年轻妇女的婚姻需求影响了家庭财富的传承和

住房的支出方式的变化， 这些需求也反映了女性努力

获得在家庭中的自治和控制地位。 ［8］（P157-159）

在当前中国妇女与家庭的研究中， 有的学者认为

偏重于家庭的宏观研究，缺乏个体研究纬度；重于社会

结构的研究，弱于微观家庭行为的研究；偏重于男性视

角 的 研 究 ， 忽 视 女 性 经 验 的 审 视 。 ［9］ （P1-2）Patricia
Buckley Ebrey 教授认为，妇女历史研究的学者往往受

到人类学模式的影响， 他们讨论中国家庭的时候总是

以中国历史作为背景， 而不是将妇女发展作为历史叙

事的主要组成部分。 ［10］（P1）当前学界对 20 世纪 50 年中

国妇女生活发生重要变迁的历史时期的研究中， 鲜有

从媒介角度研究主流意识形态如何建构家庭与家庭妇

女。 因此，本文选取 1949 年到 1966 年期间的主要媒

介对于家庭和家庭妇女的相关报道作为研究对象，分

析媒体是如何建构家庭以及家庭妇女。 对于该论题的

研究， 可以弥补当前对于家庭空间中的女性行为与观

念研究之不足。另一方面，从媒介角度切入对新中国的

家庭与家庭妇女的研究， 可以展现家庭与家庭妇女的

主流意识形态框架内的建构观念， 也可以展现日常生

活领域内的家庭状况与家庭妇女的自我认知， 以及探

究新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如何重构家庭空间。

2 研究设计

新中国成立后， 大量妇女从家庭走向了工厂与田

间， 妇女开始从某氏转变成为某单位或者农业合作社

的成员， 妇女从事具有薪酬收入的劳动是否会影响家

庭地位和家庭角色的变化？基于这些问题的驱动，本文

选取 1949 年到 1966 年的《人民日报》《人民画报》《中

社 会 经 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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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妇女》的家庭妇女、家庭的相关报道作为研究对象，

三份报刊分别代表了新中国初期的主流政治媒体、妇

女专业性媒体、海外传播媒体。

本文从两个维度选取研究样本，首先，关注《人民

画报》《中国妇女》封面对家庭妇女的形象建构。 《中国

妇女》有人物封面 105 份，符合本文研究目标的妇女人

物封面有 94 份。 《人民画报》合计出版 198 期，符合研

究目标的妇女人物封面有 46 份。

其次，关注《中国妇女》《人民日报》的家庭与家庭

妇女的文字报道文章。 运用等距抽样方法对 《人民日

报》 有关妇女人物报道进行样本选取， 具体方法是从

1949 年 1 月 1 日开始，间隔 10 天抽取一份报纸，合计

抽取了 620 天的报纸，在抽取出来的报纸中，按照标题

进行议题判断，获取了 91 篇妇女人物报道文章。 对于

《中国妇女》，本文选取了该杂志在 1955 年和 1963 年

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力的专题讨论文章作为研究样

本，即 1955 年的“家庭妇女应如何更好地为建设社会

主义祖国服务”；1963 年的“女人活着为什么”。 所选取

的样本既可以呈现新中国初期普通读者对于家庭和家

庭妇女的自我认知状况， 也可以反映媒体对于家庭和

家庭妇女的建构观念。

3 家庭与家庭妇女的总体性地位： 被忽视的

生活空间和被遗忘的群体

新中国初期《人民日报》《人民画报》《中国妇女》关

于家庭与家庭妇女的报道的频率以及数量来说， 都是

属于偏低的， 这表明家庭和家庭妇女不是主流意识形

态关注的重点议题。首先，《中国妇女》和《人民画报》的

妇女封面人物的比率分别是 43%、23%，这表现了妇女

专业性杂志与国家画报对妇女议题关注度的差异。 其

次， 两份杂志的妇女封面人物出版数量峰值都出现在

1961 和 1962 年， 表明了两份杂志对妇女人物关注的

时间节点基本一致。再次，研究者对两份杂志的封面妇

女人物出现场域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中国妇女》《人民画报》封面女性出现场域统计表

从封面女性出现的场所来看， 她们出现在工作环

境的最多， 表明了两份杂志都主要着力于建构在工作

环境中的劳动女性。她们出现频率最低是家居环境。相

比之下，《人民画报》 关注家庭领域的女性比例稍高于

《中国妇女》， 而且两份杂志在表现家庭环境中的女性

的主题方面具有显著的差异。

《中国妇女》的封面对于出现在家居环境中的女性

都采取了政治化的建构策略。 比如 1960 年第 17 期的

封面人物是黑龙江省青年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毛

洪华， 图片表现她坐在书桌旁边， 正在阅读毛泽东著

作。 1961 年第 11 期的封面《晋剧艺术家冀美莲与女儿

冀萍》，这份封面表现了晋剧女演员冀美莲向女儿冀萍

传授表演技艺， 在这种艺术传授中两个人的关系更多

凸显的是艺术传承关系，也就是工作关系，她们的母女

关系则退居其次。 《中国妇女》虽有这两份与家庭和家

庭妇女相关的封面， 然而封面所表现的主题都消解了

家庭和家庭妇女的内涵，出现在书房的毛洪华，主要表

现她在家庭中的政治学习状况。 晋剧艺术家冀美莲和

女儿冀萍的封面表现的母女之间的艺术传承， 这是工

作关系的呈现。因此，两份封面都采取了家庭生活的政

治化、社会化的建构策略。

与《中国妇女》对家庭和家庭妇女的政治化、社会

化的建构策略相比，以国际传播为目标的《人民画报》

则采取了正面表现家庭与家庭妇女的建构策略。比如，

1955 年第 1 期封面《天津第一橡胶厂的职员李淑华和

她一胎所生的三个孩子》，展示了一位女职工作为母亲

的形象，歌颂了母爱。 《人民日报》的 91 篇妇女人物报

道，具体统计结果如表 2：
表 2：《人民日报》国内妇女人物报道的职业统计情况①

从 《人民日报》 的妇女人物报道所涉及的职业来

看， 这个时期主要以建构城市职业妇女和农村劳动妇

女形象为主体，主要建构了社会空间中的妇女形象。从

《中国妇女》《人民画报》封面以及《人民日报》对于家庭

和家庭妇女表现的频率以及内涵来说， 新中国初期的

家庭领域和家庭妇女则是显然不是主要议题， 这是一

①由于有些文章表现了报道人物的两种职业，其中有两篇报道对一个人物的两种职业进行了重复统计。

出现场域 家居环境 工作环境 公共场所 其它

《中国妇女》N=94 1% 70% 12% 17%

《人民画报》N=46 7% 57% 17% 17%

职业 家庭妇女 农民 工人

N=93（篇） 13（14%） 22（24%） 39（42%）

知识分子

12（13%）

军人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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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被忽视的空间和被遗忘的群体。

4 家庭与家庭妇女的建构观念： 从肯定到否

定

从 1949 年到 1966 年，《人民日报》《中国妇女》家

庭与家庭妇女的新闻报道， 都呈现出不稳定的建构观

念。 1957 年之前的《人民日报》关于家庭以及家庭妇女

的报道，建构了“社会主义家庭妇女”形象，认可她们是

家庭和家庭妇女是社会生产的后盾力量。 比如《“好母

亲”———记模范军属王老太太》（《人民日报》1949 年 5
月 11 日），王老太太是某部司号长王振章的母亲，报道

突出了王老太太告诫、 鼓励在部队服役的儿子要积极

向上， 也表现了作为母亲的王老太太在家乡也是一位

劳动能手和党的好宣传员：“她和儿子之间， 不仅仅是

母子之爱，同时还渗透着浓厚的同志之爱。 ”新闻报道

建构了“同志”、“党的宣传员”的母亲形象。 因此，以母

亲为代表的家庭妇女形象是被消解了其本质内涵的

“同志”和“宣传员”。

4.1 1955 年的讨论：“社会主义家庭妇女”

如果《人民日报》强化了家庭妇女的政治形象和社

会生产者形象， 将家庭视为社会生产的后盾，1955 年

《中国妇女》发起的“家庭妇女应如何更好地为建设社

会主义祖国服务”讨论，张扬了妇女作为是生产力再生

产形象的重要性，将家庭劳动视为社会生产力量。一位

养育了 6 个孩子的家庭妇女的信件引发了这次全国性

的讨论，本次讨论历时 5 期，发表了 15 篇文章。作者李

静芬是一位家庭妇女，丈夫是铁路工人。李静芬的日常

工作就是做家务和照料 6 个孩子， 同时还承担了街道

服务工作（没有报酬）。 当她看到昔日的高中同学在工

作中做得有声有色，具有高中学历的她，面对未来，产

生了困惑。

首先， 从讨论文章来看， 社会认可家庭妇女的存

在，明确了家庭妇女的社会价值，认为家庭妇女的劳动

是一种社会生产。 一位男性读者谈到了妻子的家务劳

动保证了自己能够全身心投入工作；［11］（P12-24） 有读者批

判了轻视家庭妇女劳动价值的观点， 妇女的家务劳动

只是社会工作的不同分工， 比较客观理解了妇女解放

的思想：“妇女，尤其是没有文化的妇女，不分析具体情

况，一律必须参加机关工作，才能获得平等和解放，说

家务是‘无聊’，说家庭妇女‘被埋没’等等都是错误

的。 ”［12］（P13-14）

其次，讨论文章建构了“好妈妈”形象。讨论文章所

描述的好妈妈、 好家庭主妇一般都育有 2 个以上的孩

子，最多的则生育了 8 个孩子。 “好妈妈”的“好”不仅体

现在教育孩子，为社会培养未来生产者方面，也体现她

要学习，积极参加集体活动等。

最后，“编者按”和杂志社的总结文章阐述了“社会

主义家庭妇女”的社会价值，认为家庭妇女也应该加强

学习，等待参加社会生产；家庭妇女还应该积极参加社

会活动，形成为社会服务的意识，而不能仅仅局限于个

人和家庭的利益。 ［13］（P18-36）

《中国妇女》此时所体现出对家庭和家庭妇女的认

识， 比欧美的女权主义理论还更早认识到家庭妇女与

家务劳动的社会价值。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美国的马

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学者开始关注这个问题， 她们致力

于解决妇女的家庭形象的社会化和家庭劳动的社会价

值。比如达拉·科斯塔（Dolla Costa，1972 年）和盖伊·图

宾（Gayle Rubin，1975 年）认为妇女的家庭劳动不仅

创造了使用价值， 更主要是创造了剩余价值：“妇女正

是通过再生产劳动力介入到创造剩余价值———资本

的必要条件———的过程中的。 ”［14］（P108-112）然而，这个时期

中国妇女在家庭中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仅仅被主流意

识形态在短暂时期内得到观念上的认可， 并未在实践

的经济体系中得到体现，并且这种观念在 60 年代的政

治运动中迅速瓦解。

从 1955 年的《中国妇女》的大讨论中，我们看到了

传统家庭妇女在新的社会结构中所遭遇的身份焦虑，

“随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由于经济的、政治的等诸多

因素逐渐解体， 社区子民开始了向国家公民的身份转

换，这种身份转换是世界历史上最悲壮、最坎坷的人类

进化，其转换之艰难，之曲折，之不可确定性，之难以自

主是空前的。 ”［15］（P113）

4.2 1963 年的讨论：被放逐的家庭与家庭妇女

如果说 1955 年的 “家庭妇女应如何更好地为建

设社会主义祖国服务” 讨论建构了家庭妇女的社会形

象， 赋予了家庭妇女的社会与经济的价值， 然而在

1963 年的“女人活着为什么”的讨论则消解了家庭妇

女的社会价值。 1963 年第 4 期《中国妇女》发表了《谈

革命妇女的人生观： 记区梦觉同志谈话》《把革命事业

放在第一位》引起了这次全国性的大讨论。 1964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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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中国妇女杂志社还将讨论文章结集出版。 由此可

见，《中国妇女》 杂志社对于这次讨论的高度重视以及

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力。 这次讨论批判了那种满足于相

夫教子和建设小家庭的观念， 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女干

部如何处理工作与家务劳动的关系。

参与本次讨论的读者 37 位，合计发表 39 篇文章。

尽管本次中心的话题是妇女干部在工作与家庭之间如

何选择，这个话题不仅吸引了妇女干部参与，许多普通

的职业女性也积极参与话题讨论，由此可见，这个问题

在当时具有普遍性。 21 位读者表明了婚姻状况， 仅 1
位读者是离异， 仅约占 5%；7 位读者育有 1 个孩子，7
位读者育有 2 个孩子，6 位读者育有 3 个以上的孩子

（其中有 3 位读者生育了 5 个孩子），1 位读者尚在孕

期。由此可见，参与这个话题讨论的女性读者大多数都

生育了 2 个以上的孩子。 因此，对于职业女性来说，养

育孩子是她们在工作和家务之间产生困惑的主要原

因。 讨论文章主要呈现了以下问题：

第一，讨论文章所呈现的“谁做家务？”情况的分析

统计。 22 位读者在讨论文章中谈及家务劳动的情况，

11 位读者表明是妻子做家务劳动，8 位读者表明是夫

妻共同承担家务劳动，2 位读者表明是由老人和保姆

分担家务劳动， 其中 1 位读者认为应该实行家务劳动

社会化。 从读者的讨论文章对于家务劳动的分配情况

来看，50%的女性完全承担了家务劳动，36%的家庭是

由夫妻共同承担家务劳动， 由老人和保姆分担家务劳

动比例非常小。由此看来，部分城市男性开始分担家务

劳动。 总体来说，女性承担了主要家务劳动，男性的家

庭角色形象依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由此可见，尽管女

性参加社会生产，但她们的家庭形象依然没有变化，即

使文化程度较高的女性读者也是秉承了这种传统的家

庭性别角色观念。 从讨论文章中显示的夫妻在家务劳

动的分配情况可以得到验证， 大部分已婚女性实际上

承担了主要的家务劳动， 她们在观念上也认可在家庭

中的传统性别角色。 ［16］（P41）“妇女全职参与有偿劳动的

现象并没有反映出男性参与无偿家务劳动的情况。 虽

然官方上讲， 妇女被认为是完全平等的经济和政治公

民， 但她们沉重的家务劳动构成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现

实。 ”［17］（P202）

第二，如何理解工作事业与家庭的关系。 27 位读

者表明了“工作事业第一”的观点，这是多数人的观点。

3 位读者表明了“家庭、丈夫孩子第一”的观点，这是少

数人的观点，都受到其他读者的批判，也受到杂志社总

结文章的批判。

第三，关于解决工作与家务劳动矛盾的方案。尽管

有 27 位读者（占 69%）选择或者赞成“工作事业第一

位”的观点，她们也表明工作、事业与家务劳动之间存

在尖锐矛盾，26 位读者的解决方案都是归结于革命思

想与觉悟的养成来超越这种矛盾， 仅有 1 位读者提出

了现实层面的解决方案，即为了减少家务劳动，夫妇决

定只生 1 个孩子。 ［18］（P39-40）

汉学家汤森与沃马克认为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

中共对家庭的态度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

段从 1949 年到‘大跃进’，中共试图通过明确地反对家

庭来使家庭的传统权力中性化。 ”第二个阶段则是“大

跃进” 时期，“它向核心家庭结构本身发出了短暂挑

战。 ”在全面集体化时代，家庭有可能存在与国家利益

抗衡的家庭利己主义。 第三次则是三年饥荒时代，“三

年农业欠收的实在威胁”使中共将家庭“看作国家在社

会主义建设中的可能盟友”。 ［19］（P141-142）女性主义学者杜

芳琴认为，“十七年”的“工业化和集体化‘打散’了家庭

作为生产单位的基础，但消费和维持‘再生产’的功能

并没有消失， 在性别分工上立法和意识形态的宣传似

乎从未对传统的内外分工有过质疑，相反，妇女的家庭

角色一直没被‘淡化’，甚至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强化，加

重了妇女双重角色的紧张。 ”［20］（P106-111）近年来，有学者谈

到了职业女性的“角色过载”问题，“职业女性在角色上

的‘双全’追求，在职业上接受男性的价值评价标准，在

家庭中依旧承担大部分家务劳动， 因而不由自主地受

制于男性价值坐标体系。 女性对自身性别角色新的期

望与传统性别观念同时并存，这种男女不同角色期待，

自然会增大女性在心理上、思想上的压力，形成女性双

重角色的冲突。 ”［21］（P236-237）1963 年的“女人活着为什么”

的讨论实际上也是女性这种双重角色焦虑的表达。

1955 年《中国妇女》发起的“家庭妇女应如何更好

地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服务”的讨论，肯定了家庭妇女

的社会价值，1963 年的“女人活着为什么”的讨论，则

否定了家庭妇女的生活方式与社会价值， 这也表明女

性留在家庭生活空间的可能性越来越少。 对于这种双

重负担，1963 年的讨论并没有提供实践层面的解决方

案，而是将其纳入到思想观念的层面，希望女性依靠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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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意志来超越两者的矛盾， 这实际上是将家庭妇女劳

动的社会价值虚化。妇女的家务劳动价值的虚化，在家

庭妇女走出家庭没有减少体力与精神付出的条件下，

这实际上就削减了女性在整个社会生产体系中的价

值， 这种社会价值评判体系从整体上将妇女群体劳动

价值矮化， 在本质上消解了家庭与家庭妇女的社会价

值，从而彻底放逐了家庭与家庭妇女。

5 结语：家庭与家庭妇女的社会化路径

对于 20 世纪 50 年代主流意识形态对家庭与家

庭妇女充满悖论的建构观念，以及 60 年代采取消解的

建构策略，学者们较多地从政治与文化层面进行阐释，

笔者也认为它们确实能够阐释一定层面的问题， 然而

这个问题似乎没有得到完整的呈现。 如果从横向角度

审视美国二战前后的女性媒介形象， 她们也呈现出前

后截然不同的媒介形象。 美国“50 年代的女电影明星

们要么是可爱天真的和没有个性的，如戴比·雷诺兹和

多丽斯； 要么则表现出一种由天真和挑逗性的性感的

复杂的混合。如玛丽莲·梦露。”［22］（P224）媒体“弥满着对家

务的强烈兴趣”。 ［23］（P237）二战期间，弥漫于美国媒体的都

是“茆王罗茜”的形象，“妇女们穿着男式服装：裙子很

窄；制服也很流行；装着垫肩以显精神。 ”［24］（P224）二战前

后大相径庭的美国妇女媒介形象，与中国 20 世纪 50、
60 年代的从肯定到否定的家庭与家庭妇女形象之间

似乎存在某种共同的逻辑。对于这个问题的阐释，如果

仅仅归因于政治与文化的因素， 似乎并没有呈现问题

的全貌。如果从经济的纬度来解释，媒介形象的建构与

经济生产之间的关系可以得到呈现。

美国学者埃文斯是比较早从这个纬度解释媒体建

构妇女策略。她指出战争结束后，媒体顿时就停止了对

“罗西”的宣传，开始引导妇女经营“胜利后的家园”。当

时的民调显示，80%以上的军工厂女工不愿意放弃工

作，最后，大部分“罗西”还是被解雇了，坚持留下来的

只能做一些收入极低的工作。 ［25］（P248-259）1950 年代中期

对于家庭妇女形象的社会价值的认可， 与当时对人口

再生产的增量需求和减轻就业压力有紧密的关系。 当

时“人口多就是好”是主导性观念，再者，低下的经济生

产水平无法容纳较多的劳动力。因此，部分妇女留在家

庭，一方面可以解决人口增量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

减轻就业压力。 1960 年代，中国人口急剧增长带来的

社会压力已经逐渐显现，1964 年国家建立了计划生育

委员会，表明了政府开始认识到控制人口的必要性。此

时，对于家庭妇女形象的否定，与当时的主导性政治思

想有直接的关系， 但是与那个时代的人口观念具有显

著的相关性。因此，新中国初期的媒体对家庭与家庭妇

女的建构，经济是很显著的动因。当人口增长成为社会

压力时， 淡化母性职责也是提高社会生产力的经济策

略。

尽管中国女性的职业意识已经很普遍， 由于各种

原因留在家里的妇女依然是一个庞大的人群。 根据

2005 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推算，中国的家庭妇

女有近 7 300 万，也就是中国每 7 个成年女性，就有 1
位是家庭妇女。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高学历女性加入到

这个群体，但总体来说，家庭妇女是属于社会的弱势群

体。［26］（P31-36）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女权主义政治经济学家

致力于改变父权话语体系下的生产劳动的内涵，不仅要

把女性的“非生产性劳动”都纳入价值体系，而且也要把

所有形式的女性劳动纳入到社会权力系统。 ［27］（P61）直到

今天， 女权主义学者的理论成果依然没有出现在媒体

对女性形象的表现中， 对于家庭妇女形象的社会价值

表现的缺席，是对女性的社会价值的虚化，这依然是一

种对女性的隐形压抑机制。“它在有价的社会经济活动

领域内肯定女性的人的价值， 却将无价的人的存在和

繁衍摒弃于价值领域之外。而这种残缺的价值尺度，扎

进仍然戴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桂冠。 ”［28］（P45）

由此看来，妇女解放之路并不在于“走出去”或者

“回家”，女性真正解放之路或许应该“走出去”或者“回

家”具有选择的自由，并且社会体系为这种选择自由提

供了价值基础。 “如果私人领域中的照护责任（caring
responsibility） 这样一种公民身份价值得到认可的话，

如果这些责任在两性之间得到更为均等的分配，男、女

公民身份的内容将会丰富起来。 ”［29］（P183）性别平等的前

景则是女人和男人都可以自由的选择生活空间， 并且

都被可以纳入到社会生活体系之中， 家庭也才真正纳

入到社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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